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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媒介:
明清商人与儒家文化的传播研究

宋 立 杰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北碚400715)

摘 要:明清商人群体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之一。揆诸文献可知,明清商人不仅积极开展公

益实践,注重与士人的交往,而且在日常生活与经商过程中,孝养父母,讲求诚信。这些行为不仅给他们带

来了经济利益,也获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好感。官方与士人将商人的行为与成功归因于儒家文化的影响,通

过褒奖或者撰文等方式不断宣扬他们的事迹。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形象的改善间接表明,只要接受儒家

文化,践行儒家伦理规范,便会得到国家与士人的认同,这使得民众看到接受主流价值观的实质性益处。

研究表明,明清商人基于自身体验,践行儒家伦理规范,有效地传播了儒家文化。作为传播媒介,明清商人

不仅传承了儒家文化,也有效地弘扬了儒家文化,从而拓展了儒家文化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儒家文化的影

响范围,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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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人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明清时人多有论说,“贾业而士行”“儒而贾,贾而儒”“以儒饰

贾”“儒而名贾”“贾名而儒行者”等说法屡见于明清文献之中。无论哪种说法都展示了商与儒的

密切关系,彰显了“喻于利”的商人也可“喻于义”,这便突破了传统中国社会对商人的态度与看

法,也可视为明清社会的一大变迁。针对这种特殊现象,张海鹏、赵毅、侯杰等学者皆有所论述,

或阐释明清商人与儒家文化的互动,尤其是儒家义利观如何影响商人伦理观念[1-4],或探究明清

士商关系的变动[5-7],或分析在商人的文化行为与商品经济下儒学的变化[8-9],但没有深入考察明

清商人传播儒家文化的路径与特征。随着“三交史”研究的兴起,也有学者关注到商人与商业对

不同区域文化交流的影响,但整体上侧重于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内地与中原的联

系[10],尚未系统性专门论述商人如何推动文化交流与传播。同时,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儒家文化

传播的研究成果颇丰,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儒家文化的传播模式、传播路径和传播效果,以

及传播空间;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多从国家政策与措施、书院等方面进行阐释[11-12],偶有论及商人

者[13]。国家与士人的作用自不可忽视,但明清时期儒家文化的传播还有其他传播媒介。文化学

认为商贸活动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传播途径。作为商贸活动主体的商人,不仅是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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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同和接受儒家文化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媒介。本文拟从明清商人的传播

动机、传播方式与特点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明清商人传播儒家文化的可能性

既然本文将关注点聚焦于明清商人传播儒家文化这一主题,那么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便是:明清商人何以能够成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媒介,或者说儒家文化为什么可以借助商人进行

传播。

(一)儒家文化与国家治理的关联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废黜百家”,并设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儒家文化

开始了官方化和制度化的历程,成为官员与士人必须要了解与学习的知识体系。宋代以降,科举

成为士人入仕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而四书五经则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于是以四书五经为

核心的儒家文化也成为士人入仕必须要熟读的书目,国家也通过儒家文化扩大了统治基础。与

此同时,随着士人通过乡约、讲学等各种方式不断推广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迅速下沉,影响力不断

扩大。儒家文化主张“君权神授”,强调三纲五常的社会秩序,以孝道为中心,构建家国一体的政

治秩序。最终,使得儒家文化和国家治理、社会秩序日益融合。有学者便指出“中国古代政治秩

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来自儒学,权力也是向接受儒家价值理念和礼仪规范并以之为行为规范的

人开放的”[11]61-69。

明清时期,人口大幅度增加,社会经济得到显著发展,“化外之地”大量变为直辖区域,出现了

备受传统史家称赞的“仁宣之治”和“康乾盛世”的太平景象,然而统治者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呢? 武力是用以平定叛乱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方式则是教化。明

清两朝统治者已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指出:“治天下当先其重且

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

俗美。”[14]387-388也就是说他认为教化是治民之根本。

明清两朝统治者采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推行教化,如颁行政令,制定惩戒性的律法体系和奖

励性的旌表制度,为普通民众制定行为准则,引导他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同时,统治者也充分意

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完善学校体系。明太祖认为“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14]388。他一再强调:

“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15]教化的内容则首推以三纲五常、忠君爱国、仁义礼智

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顺治十年(1653),顺治传谕礼部:“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16]

自此,崇儒重道作为清朝一项基本国策被确定下来,康熙、雍正与乾隆诸帝皆沿袭不变。

于是,明清两朝不仅形成了一套包含京师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在内的完整的官学体系,

还鼓励民间创办私学。最高统治者又规定学校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宣讲圣谕,教以礼仪,从而

对民众施行教化。明清两朝统治者平定历次叛乱,尤其是在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后,在军事镇守与政治统治之外,往往大力推行儒家文化教育。可以说明清官学、义学与私塾不

仅遍布中原、江南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也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民族地区以及偏

远地区。完整的学校体系将儒家文化延伸到全国各个地区。

(二)商人的流动性

在传统中国社会,民众安土重迁,统治者为维持秩序,也有意识地限制民众自由流动。相较

他群体,商人为将利益最大化,流动性更大。查阅明清文献,我们可知当时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

商人不在少数。明清晋商与陕商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前往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推动茶马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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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雅安与打箭炉是汉藏茶马贸易的中心,在雅安经商与定居的陕西商人非常多[17];清代

中期,陕商积极推动汉藏茶叶贸易中心向巴塘地区深入扩展,巴塘集已有“蛮民数百户,有街市,

皆陕西客民贸易于此”[18]。其他商帮流动性也比较高。明人王士性任职云南时,发现江西籍商

人遍布云南各府县,甚至活跃于乡村。为此,他感慨道云南各地“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

地”[19]。清代中期,贵州松桃直隶厅“城乡市场,蜀、楚、江西商民居多,年久便为土著”[20]。福建

厦门商人“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21]。

儒家文化的世俗化和统治阶层对其的支持,促使明清商人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对

于那些身兼儒贾身份的商人来说,儒士身份是他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业儒与崇儒一直是

他们的生活旨趣;对于那些因外在压力而不得不从商的商人来说,追求儒家文化则成为对未竟事

业的一种心理补偿。他们渴望通过科举和封妻荫子的途径追求仕途与社会地位,因此在经商的

同时也热衷于儒家文化。于是儒家文化得以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经商生活之中[7]59-62。即

使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明清商人也可能通过家训、族规以及文学作品等方式了解与接受了

儒家伦理规范。这些商人在潜移默化中深受儒家伦理规范的影响,自觉遵守并践行各项伦理准

则,因此成为儒家文化的传播者并非意外。

明清商人为追求利益远赴他乡,或是贩运,或逐渐成为坐贾,身在外地,难免要融入当地社

会。什么可以使他们获得地方民众的好感,得到官方的认同? 讲求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则成

为首选。

(三)商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与超越

每个人都有很多需求,涵盖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家庭、友情以及个人情感和理想。这些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驱动人的行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归属感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简单来说,就是生存与发展两种需

求。笔者在此基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分析明清商人的接受和传播儒家文化的内在动机。

明清商人对儒家文化首先表现出认同和接受,其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播着儒家文化,综其原因

是他们认为后者符合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

1.生存需求

通过阅读明清商人传记,我们可知经商起家已成为明清社会公认的一个事实,至少经商可以

满足日常基本生活所需是不成问题的。商人何安父母双亡,“毅然以克家之责为己任,不数岁而

家道成焉”,抚育幼弟与诸妹[22]67。与之相应的是传统中国社会认为天下财富总量是固定的,例

如宋人司马光主张“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23]。所以对时人来说,商

人经商致富无疑是掠夺或者抢占了他人的财富。财富过多,势必会遭致他人的嫉恨。商人王才“贷

富人资,贩木陇右诸山中。不数年,家日富,颇为族长所忌。百凡差役,率钱加多,……”[24]184此外,

受到自然灾害、人为等因素的影响,明清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都受到了威胁,从而加剧了

商人的不安全感。如灾荒时,粮食价格上涨原本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舆论往往认为价格

上涨是由商人哄抬所致,商人“邀群结伙,买空卖空,把持市价。……增价另售,辗转叠更,以致粮

价日贵,民食愈艰”[25]。以至于一旦出现粮荒或粮食匮乏问题,商户便成为被劫掠的对象。崇祯

十三年(1640),江苏吴江县大灾,朱和尚等人率饥民强抢富室,号称“打米”,“各村镇皆然,然有借

以修怨贾利者,一县骚动”[26]。

所以每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明清商人往往选择散财或者以其他方式保障安全。为了

避免被他人掠夺财富,明清商人选择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务,希望能够赢得社会声誉和官府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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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与官府和士人结交,他们也能够迫使他人不敢轻举妄动。前文所述商人王才明知族长

为难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现状,又刻意与兄弟建立良好的关系,“处诸兄,略无争竞。亲丧,合葬

衣衾棺殓之具,皆潜办,不使之知。诸兄亦若不知者”[24]184。商人李文澜一遇灾荒之年,必输金周

济,出粟平市价。县令郑云官点出李文澜此举的本质,“有财不恃,且善用以保其财,安邑惟一李

某耳”[27]。

2.发展需求

除了知识的掌握对经商有利外,商人践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对其商业活动产生积极影响。

商人的乐善好施和热心公益,以及他们的诚信、宽和对于维持社会秩序与促进邻里和睦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得到他人的信任和依赖。比如商人郭禄,“至有土物市易,无论远

近,率皆投售。公以平值畀之,仍外有津助,故里人乐求交易,以此居积巨富”[28]268。商人本身代

表自己的商业形象,他在经商活动中言而有信,童叟无欺,有利于争取他人的信赖和支持,从而获

得更高的收益和更好的发展。

对于明清商人而言,在关爱与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他们得以满足自身对归属感和爱的需求。

明清商人所关爱的对象包括家人、朋友和乡邻等。他们通过孝敬父母、恭敬兄弟、慈爱子侄,与家

族众人建立良好关系,不仅付出真心实意,也获得了他人的关爱,从而满足其自身的归属感和爱

的需求。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商业一直被视为末业和低贱之业。自秦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来,历

代统治者都对商人实施限制政策,导致商人备受歧视。明清两朝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时期,虽

然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皆有所提高,但商人始终还是受到一些士人的轻视。随着商品经济

的发展,国家和社会对商人的依赖关系持续加强,商人积累的财富越来越丰厚,许多商人开始追

求更高级的需求,例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商人通过躬行儒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

那么,“儒行”指代什么呢? 梁仁志认为它是指代符合儒家理想的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言

行举止,并非如同士人一般从事某种具体行为[6]107-114。

商人郭禄心胸宽广,“待子姪若孙,莫不欢忻怡愉,礼意油然,至年长者,即遇之如兄弟辈。其

与接境地方人相往来,恒煦煦如春风,和气盎袭,诸里人敬爱深入肝膈”[28]268。商人何安,“环城之

人长少不一,咸皆起敬起爱”[22]68。商人通过乐善好施、乐于助人等方式践行儒家伦理规范,得到

国家与社会的认可。犹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29]86国家的嘉奖与褒

扬提升了商人的声望,进而赢得自我尊重和他人尊重,有助于他们实现自我发展。

二、明清商人传播儒家文化的方式与效果

前文已述明清商人与儒家文化的关联,那么明清商人如何传播儒家文化呢? 综合言之,明清

商人传播儒家文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践行儒家伦理规范,将儒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与经商

活动之中;另一种是明清商人的文化活动,通过兴建学校、出版图书、教育子嗣等方式,传播儒家

文化。

(一)非语言符号传播:明清商人的身体力行

儒家文化讲求伦理。孟子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9]54

实质上就是以孝为中心,推己及人,爱国忠君。笔者揆诸《中国方志丛书》中有关安徽、吉林、辽

宁、四川、广东等地的地方志,搜集整理两千余篇商人传记。这些商人传记虽篇幅长短不一,出自

不同人之手,但皆有一共性,即重点叙述墓主们不仅能独善其身,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实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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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他们还乐于助人,关注他人所需。再者,道光《徽州府志·孝友传》辑录了87篇商人传记,

《义行传》收录202篇商人传记[30]。单从这些类传的名称,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其内容主要是围绕

着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乐善好施等主题。道光《徽州府志》一共辑录了304篇商人传记,还有15
篇商人传记分布在《儒林传》《文苑传》等类传中;而在《义行传》和《孝友传》中的商人传记占比

95%。总的来说,在明清商人群体中,践行儒家伦理规范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非个别情况。

我们可以从孝、仁义、忠信等方面观察明清商人是如何在家庭和社会两个维度上践行儒家伦理规

范的。

1.孝

明清商人对父母之孝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他们尽心照顾父母的日常生活。商人周有“每

当公退之余,归至家,带童子冠,执摇鼓在慈座前跳舞歌唱,仿老莱故事以求老母欢心”[31]。其

次,父母生病时,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精心照顾。商人周文学,“母间有疾,即广延医,汤药皆公自煮

之,虽梳盥饮食,不遑暇及”[32]547。传统中国社会有一种观念,即“孝悌之至,通于神明”[33],所以

很多商人在父母生病时,或割肉以合药,或祈祷。商人吕善初,“母疾革,医药罔效,乃于夜间焚

香,割左臂寸余,作羹以进,母疾渐愈”[34]。再次,父母去世后,商人的孝仍在延续。商人周文学

在母亲死后,仍“枕土卧柩侧,哀痛不自持,祭葬如礼”[32]547。最后,孝道还融入到商人的日常生活

之中。商人胡恩燮为奉养母亲特意修建愚园,愚园中又建有集灵坛、衣冠墓等,足见他对祭祀先

祖的重视。尤其是家祠,在“坡陀东下,渡石桥,北与‘清远堂’正对”,位置较为重要。胡恩燮“时

聚子孙习礼其中,祭毕,合其扉,游人希得窥也”[35]。

此外,商人将孝推及继母、叔父、婶母等族亲,并且友爱兄弟,视兄弟之子女为己出。商人马

宪“友爱诸弟。仲氏宥学,服食必腆给之,恒自薄焉,故仲氏学成,获贡于朝,仕为桐柏知县。与季

宁居,和乐且孺,终其身。朴翁之处诸弟也,无私蓄,无私饮食”[32]537。这一切都是孝的延续。

2.仁与义

孔子主张“义”就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36]卷7,320。孟子认为“仁者

爱人”[29]86。明清商人的仁义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两个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明清商人乐于助人,甚至是毫不藏私。商人赵家常在外经商时,发现种植花

生的好处,遂教导乡人种植花生,从而使得“东村一带,每岁利获千金,由是致小康者数十

家”[37]251。尤其是国家力量未完全覆盖的地区,以商人为中心的民间力量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事

例不可枚举。明清商人或建言献策,踊跃倡议捐资,或独立完成供给。商人李士震回家乡后,修

缮祖祠、赈济乡民,“其他桥梁道路,倡捐兴作不可枚举”[38]。商人桑澡“常贾于兴安,行人苦古

渡,造船以济”[39]。除道路津渡之外,为使行人得以休息,商人捐建、倡修驿站、沿途茶亭等。广

东顺德县城南的伏波桥下,曾经是一条土路,因淤泥积水而泥泞湿滑,每逢阴雨天气,行人“不无

蹉跌之虞”。为改善道路状况,一群商人合资铺设了一条石路,并兴建一座茶亭。此外,山下两岸

还分别修建风雨亭,以供行人歇息之用。这些举措促使伏波桥两岸成为行人们休憩的理想场

所[40]。

在经济活动中,商业的本质是逐利,但明清商人不乏舍利取义者,尤其是在灾荒年间,对钱财

“取之有道”。商人王珎“性好施予。成化间,东土饥荒,富室率闭籴以掊厚利,翁独捐粟若干石,

活饿殍以千万计”[41]。一些商人的仁义之心甚至超越个人利益,他们全心全意为国家和民众着想。

商人柳春芳经营盐业,但“志在国家”,“嘉庆六年(1801),陇右军需孔急,公慨然捐输,……”[37]345商

人林纲“尝输粟助边,锡之章服,不受,曰:‘布素吾分也’”[42]。他们以商人之身,精忠报国。张明

742



富教授梳理了清代前期商人的报国之举,认为他们的捐输、运粮等行为,“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发展做出了贡献”[43]。

总体而言,明清商人在社会公益慈善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富。在经商之余,商人王重

新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六十四岁时,他立碑记述自己的一生,其中以不到一百字的篇幅交代家

世,剩余篇幅叙述自己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的捐款数额。虽然碑文有残缺,但通过推算,我们大

概可知在修路、建庙、资助他人、军需等事上,他一共投入将近一万七千两白银[44]。

3.信与和

儒家文化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36]卷4,163。许多商人在经商活

动中,恪守诚信,不欺骗他人。商人郝东青“营商所用之度量衡,出入一致,童叟无欺”[45]卷4,535-536;

商人范昇与人交往,“一率性之本真,未尝伪为于外”[46]97。

儒家尚和,“和”既是一种价值准则,又是人际交往的实践目标,即“礼之用,和为贵”[36]卷2,59。

明清商人积极践行“和”这一原则。商人郭禄“与物无兢,人有不韪之争,至于忿言相加,辄温然含

笑而退”[28]268;商人萧一纬“处己待人一务宽和”,同时又不是盲目地以和为贵,“衣冠瞻视,俨然可

畏,人己交接,和而不同”[47]。

(二)明清商人的文化行为

明清商人认识到文化与教育的重要性,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以学习与阅读,通过参与学术文

化活动和艺术活动以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提升文化素养;也努力为子嗣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贾而好儒”和“徽商子弟业儒与仕进”两个条目辑录相关资料近180
条[48],足可以看出徽商与儒家文化的紧密联系。从明代开始,就有士人认为徽商的特色在于“贾

而好儒”,张明富教授的成果又向我们展示了“贾而好儒”是“明清时期许多地区的商人的普遍

特征”[49]。

1.商人与重教兴学

孔子认为道德伦理可使民众“有耻且格”,而刑法政令只能使“民免而无耻”[36]卷3,88。如何知

“德”呢? 便是学校与教化。上文已述明清两朝统治者极为重视学校的兴建。同时,明清科举由

学校出,所以无论从改善门第,还是提高社会地位的层面来说,商人都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不仅资

助官学,还积极设立家塾、置族学、兴义学,最终“形成了一种重教兴学的社会风尚”[50]。

明清商人对官学教育经费的资助形式多样,例如捐资兴办学校、购买学田等。广东越华书院

建于清代乾隆二十年(1755),由盐运使范时纪联同各商所建,他又为书院筹款七千四百两白银作

为日常经费,每月一分五厘交商生息;嘉庆十九年(1814),盐运使方应纶因书院日常经费不敷,向

商人筹捐四千两白银,仍交商生息。商人两次捐助经费共计一万一千四百两[51]。商人鲍志道曾

向徽州歙县紫阳书院捐银八千两;又同曹文埴共倡复建古紫阳书院,最终“出三千金以落

成之”[52]。

明清商人对私学的兴盛也作出了贡献。商人朱谦益“捐租二十石,立义学于河南荆关镇。捐

租二十石,在本保立义学,邦人士送‘义敦乡校’匾额,立碑公所”[53]。商人雷祥云见家乡因战乱,

学校多有毁坏,“乃倡立义塾,延师教之,不能备贽者,倾囊助之,一时振声庠序者,颇不乏人”[54]。

2.明清商人藏书、读书、著书与刻书

明清很多商人文化素质普遍较高,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甚至出现了儒士化或者高士化的倾

向。他们在经商之余,甚至是大部分时间的活动都与文化相关,与士人相差无几。

首先,明清商人痴迷购书与藏书。如商人刘龙“顾好书,斥买至数十万卷”[55]。翻阅明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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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传记,类似记载比比皆是。可以说明清商人在财力允许与迫切改变自身形象的基础上,不惜耗

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搜集了很多文人雅士轻易得不到的珍贵书籍。商人马曰琯“酷爱典籍,有

未见书,必重价购之”,知名官员与学者阮元对此感慨道:“(马氏)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

江北。”[56]

其次,拥有丰富的藏书,不是终点,书的用途也不在于“藏之名山”,而在于使用。在拥有丰富

藏书的基础上,明清商人群体以读书为重要事情,刻苦读书。商人郭禄“比自乡居,则书史晷刻不

离诸目”[28]268。故而,明清商人及其家族成员的文化水平较高,多有文集传世,诸如程梦星著有

《今有堂诗集》,郑侠如著有《休园诗余》,江春著有《水南花墅吟稿》《黄海游录》《随月读书楼时

文》,马曰琯著有《沙河逸老集》《嶰谷词》。他们的文学作品得到当时文人的认可,具有较高水准。

学者朱万曙便指出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商人文学家,他们的“作品中也表现了对生命、对情感的

关怀”[57]。

最后,明清商人热衷于将自己收藏的书籍与他人分享,还聘请士人进行采选,积极刻书以嘉

惠士林。鲍氏家族将历经数代搜集的唐、宋、元、明历朝名家法书,刊印成书,是为《安素轩法帖》,

共十二卷,是一部“内容丰富,镌刻精良的丛帖”[58]。广东商人潘仕成刊印《海山仙馆丛书》;伍崇

耀组织文人刊印《粤雅堂丛书》,不仅保存了广东地方历史文化,也有利于士人读书,“自此广州学

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矣”[59]。

3.与文人交往

明清商人喜欢与文人交往,每每“礼贤下士”,降低自己的姿态。文人历来有以文会友之嗜

好,雅集成为历代文人所向往之事,也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资。明清以前,在文人雅集中,很难

看到其他群体的身影。这种现象在晚明时期有所改变,这时已有商人参与文人雅集,甚至一些雅

集或由商人倡议、或在商人的私家园林中举办。

明清商人广建园林,一方面用以自居,另一方面则用以交友。如问津园、个园、水西庄、柳衣

园、荻庄、海山仙馆、浩官花园、小玲珑山馆、休园、筱园等园林之主多次在园林中举办诗文集会。

重庆商人陶永恕“朝延儒雅,日相往来,以资丽泽,履恒满户外,尊酒笑谈,雅歌投壶以为乐。复约

致仕乡耆秀士,效古洛社结文会,相宴乐,歌咏风雅,更相劝酬,共享太平”[28]239。淮安程氏家族以

曲江楼、荻庄为宴会之所,邀集邑人及四方文士,吟诵其中,一时称为极盛。依据自己亲身经历,

清人李斗认为扬州历年诗文集会的规模,以小玲珑山馆、休园、筱园为最[60];扬州玲珑山馆、天津

水西庄与杭州小山堂等地举办的雅集规模较大,“名流宴咏,殆无虚日”[61]。一些雅集往往有诗

集图像传世,如《韩江诗集》《沽上题襟集》《题月季花图册》等,成为当时文人与民间社会的一大

盛事。

此外,明清商人往往“供养文人过一生”[62]。姚世钰寓居马氏丛书楼,借助丛书楼中丰富的

藏书,开展学术研究。厉鹗在马氏小玲珑山馆、查氏水西庄居住多年,利用丰富的藏书,创作出了

《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辽史拾遗》。明清商人利用自己的私家园林为文人提供良好的环境与

图书资源,才使得文人学者一心钻研,继而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4.敦促子弟业儒

明清商人群体中偶见“弃贾而学”者,如商人许瑾经商三年后,读书应举,成为咸宁邑庠

生[24]185。更多的是甘为幕后人,向自己的兄弟、子嗣提供经济支持,延师购书,以及扶持俊秀者读

书应举。明清文献中记载了许多商人的兄弟、子侄以及孙辈都积极参加科举的事例,可谓是屡见

不鲜。商人周文学“其子若孙,有资敏可教者,即令就学,事师以礼”[31]547。商人董文耀共有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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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长子科举出身,任职山东朝城知县,次子举人,季子庠生;家族中“读书成名者甚众,至今邑内

仍称望族”[45]卷4,9。商人子嗣获得功名后,往往为其父祖请封。商人王钺为子弟读书应举提供各

种资源,子嗣们也没有令他失望,凭借孙子王莘林的显贵,他被赠官申宪大夫[63]。

据梁仁志的统计,明清侨寓徽商子弟在两浙及两淮中进士者达200名之多[64]。据高苗苗的

统计,从顺治二年(1645)至嘉庆三年(1799)的一百五十多年间中,陕西商人在扬州的后裔,有14
人考中进士,37人成为举人,还有10人成为贡生[65]。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明清商人后裔在文化

教育方面的卓越表现,也揭示了明清商人在追逐商业成功的同时,也力求在功名上有所突破。

5.其他

明清商人传播儒家文化的方式还有很多,诸如家训家谱的编纂、参与撰写方志,等等。但是

相对这些文化活动而言,戏曲等艺术形式更具直观性,传播也愈加广泛。明清商人与戏曲的关系

较为密切,可以说山西梆子、秦腔、京剧等戏曲种类的发展、传播都与商人离不开关系。程谦德、

王钺、渠源淦、江春等商人都蓄养戏班,自己也从事戏曲创作。且明清商人在异地大都建有会馆,

会馆中多设有戏台,用以搭建社会网络平台,甚至在山陕会馆中,戏台是会馆的主体建筑之一,每

逢年节邀班唱戏,用以祀神明而联桑梓[66]。

明清商人会馆中上演的戏剧多是《八义图》《春秋笔》《忠孝图》《忠孝牌》《忠义侠》《忠义图》

等。观其名,大概可知戏曲内容侧重伦理教化,故事情节简单,“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

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67]。尤其是以关羽故事为素材的艺术作品

随处可见,足以概览明清商人的儒家伦理观[68]。

三、行走的道德模范:明清商人传播儒家文化的特点

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心理,明清商人与儒家文化较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儒家

文化的传播,那么明清商人传播儒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基于实用性的个人体验与传播

传播学将传播类型分为五种,即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就明

清商人而言,其传播儒家文化的路径大致可分为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人内传播也就是自我传

播,是个体对外部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一般来说人内传播的内在动力是个体对文化的自

我需求,也就是个体主动接受。人内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

善自我的过程。人际传播是在人内传播的基础上进行的。人际传播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

流传递方式,它可能通过语言传递信息,也可能通过姿势、表情、情感等方式传递[69]。

儒家文化高度重视个人修养,其中修身首先注重培养个人的品德。心怀天下、品德高尚的人

待人真诚,心诚则行为端正;通过不断学习增长智慧,最终实现德才兼备。个人品质与能力的提

升可能获得家庭和家族的认可。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法制度决定了家与国密不可分。儒家倡导

“以和为贵”,追求天下大同,因此个人修身齐家并非终点,要推己及人。

儒家文化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文化体系,又是官学;明清商人生活在明清时期,他们摆脱不了

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明清商人也是按照儒家“三纲八目”这个过程体系逐步进阶,发

展与完善自己。多数情况下,明清商人都是先内省,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忠孝仁义等儒家伦理,而

后在日常生活与经商生活中,践行儒家伦理规范,恪守孝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关爱子嗣后辈,

以诚信处世,推己及人,从家族到宗族,再到乡邻,再到其他接触者,通过自己的行为与真挚的情

感传播儒家文化,使他人感受到儒家文化的魅力。明清商人又以结交士人、重教兴学、出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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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等方式传播与传承儒家文化。这种行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明清两朝五百多

年的历史中,相当多的商人投入到这种传播与传承之列,最终由点滴汇聚成河。

在一定程度上,普通民众能够直接接触和感受到儒家文化,主要源自与他们有频繁交往和生

活交集的商人。商人践行儒家伦理规范不仅有助于经商,也能改善个人形象和社会地位。因此,

相较于普通民众,商人更迫切地希望吸收和融入儒家文化。通过接受和践行儒家文化,一些商人

成为了社会中儒家文化的特殊代表和象征。明人吕坤认为:“化民成俗之道,除却身教再无巧

术。”[70]明清商人传播儒家文化的方式不正是如此吗?

揆诸明清史籍,笔者发现江春、马曰琯等人虽然藏书丰富,喜读儒书,也著书,对儒家文化有

所了解,然而,他们的著作以诗词曲艺为主,基本上没有对儒家经典议题进行系统阐释。因此,明

清商人传播儒家文化的特性在于他们的身体力行,以行为贴合儒家文化,而不是著书立说、讲学,

或者直接阐发儒家义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商业道德”条目收录相关资料59条[48]272-289。

揆诸相关资料,撰写者们更为关注商人的品性,挖掘他们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核心价值的品行。也

就是说,明清商人主要依靠身体力行,通过语言、表情、动作、眼神等示现的媒介系统与书本、戏曲

等再现媒介系统①传播儒家文化,尤其是前者,更具亲和力,更具直观性与视觉冲击,也能给普通

民众带来实际利益,比空洞的圣谕与说教,更能吸引他人。这便是商人与官方以及士人传播儒家

文化的显著差别。商人通过日常生活与商业生活中展现出诚信、孝悌忠信、仁爱礼让、童叟无欺、乐善

好施等儒家伦理,最终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追求。商人冉文魁“性平直,与人交无二言”,逐渐赢得了越

来越多人的信任,广大民众和商贾都喜欢与他进行交易。因此,他的财富逐渐积累壮大[71]372。

在陌生的场域,明清商人一方面要融入当地的社会风俗,比如陕商在打箭炉与当地人结婚、

学习藏语、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另外一方面需要通过诸如诚信、仁义等良好的品行吸引他者。

有学者指出陕商之所以“深得康区藏民的认同”,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陕商“和蔼忠实,货无伪

诈”[72]。商人纪溁“盖虽不废货殖,而恒持信义,义名满江湖,彻于朝省,子姓化之。有弗尔者,人

曰:‘独不愧容庵乎?’”[73]民众以商人纪溁作为榜样,当地风俗得到改变。从这种角度来说,通过

身边的商人展现的行为方式,普通民众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最为直观的感受与认知。明清商人恪

守儒行、践行儒家伦理规范的行为是教化百姓的较为可行的一种方式。

一般来说,士人传播儒家文化是建立在虔诚的文化信仰基础之上的,但商人与之有明显的不

同,商人意识到践行儒家伦理规范对他们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出于对生活需求的考量,他们

对待儒家文化更具实用性,也更迫切地践行儒家伦理规范。

(二)官方的颂扬与被动的传播

明清时期的商人传播儒家文化,主要依赖于他们自身的实际行动和人格魅力,凭借信、义、和

等儒家伦理规范打动他者,但如能得到官方的认可与士人的称赞,则会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商人刘邦祯乐善好施,“县令赠以义士牌,表扬其门。翁之厚德懿行,日昭著于外”[24]223。借助官

方的表彰,民众都知道刘邦祯,也知晓了儒家伦理规范。

前文已述明清两朝较为重视教化,推行儒家教育,中央制定政策,具体还是需要官员尤其是

地方官员的贯彻落实。为使地方官员认真执行相关政策,明清考核官员的条例中专门有一项是

学校,尤其是明初考核官员以“六条”问事,将学校排在第一位。在国家政策下,很多官员把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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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作为急务,修建学宫、书院、义学,延请名师,以身示范,大力传播儒家文化。

虽然明清国家与官员重视推广儒家文化,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儒家文化仅仅停留在社会

中上层,这种现象在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以及一些偏远地区尤为突出。广西在元朝末年即设立

广西行中书省,开始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在洪武九年(1376),明朝设广西承宣布政使司。

但是直至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广西柳州山乡的壮族“能通官语惟村老”[74];清代嘉庆年

间(1796-1820),广西镇安府“人多冥顽,不解诵读,冠婚丧祭自随其习”,而天保县(今广西德保)

“人多蠢野”,只有“目家子弟渐知读书”[75];道光年间(1821-1850),广西白山土司地区,“富家子

弟六七岁即入村塾,能粗通文字即弃去。官族则敦尚风雅,不惜重币延请名师,夏弦春诵,彬彬乎

质有文焉”[76]。这些史料都表明在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儒家文化的传播并不广泛与深入,仅仅

停留于社会中上层。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归根结底,主要是因为民众对儒家文化

缺乏认同感,或者说他们无法看到接受儒家文化所带来的实际好处。我们一般认为明清统治者

通过增加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的科举录取名额,从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11]。但是国家政策与圣

谕对普通民众来说过于遥远,且寒窗苦读并不一定能换来科举及第,但也许会对普通家庭的日常

生产活动带来一定影响,毕竟减少了劳动力。对普通民众来说,既无多少可能通过科举改变生活

现状,又困于生计,既如此,又怎会接受儒家文化呢? 更何况一些土司“极力抵制儒学,并严禁土

民入学习礼”,土司子嗣又不愿意与“土民”一起入学[77],所以导致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的民众很

难直接接触到儒家文化。明清官员只得另行他法。

此外,国家政策与士人的种种努力使得儒家文化不断下沉,而儒家文化本身是一个不断丰富

发展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历代统治者和士人推崇的教化伦理规范和礼制更加复杂。虽然伦理规

范简明易懂,但长期遵守与践行是一大难题;而礼制内容繁杂,实施起来也颇为复杂。让普通民

众遵循与践行儒家伦理规范并非易事,更不用说那些复杂繁琐的礼仪规范了。这也是自朱熹以

来,儒家学者不断删繁就简的社会现实原因。因此,向普通民众传播伦理规范和礼制成为教化的

关键所在。我们常常强调士人的作用,却忽略了接受儒家文化的商人及其影响。

方志远先生认为自明朝正统之后,被社会大众认同接受的价值标准有所变化,财富成为一种

价值标准[78],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金钱司命”的现象。财富既然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社会

地位的重要标准,那么作为财富的代表,商人的社会影响力则无须多说。

对于儒家文化而言,明清商人群体是一个极具传播价值的媒介。他们原本处于四民阶层的

最底层,但因其财富成为了民众羡慕的对象;又因道德品性受到官方的表彰,得到士人的认同;在

日常生活中,商人与民众密不可分,仍保持着谦和诚信的品德,展现出一定的道德典范功能。官

方与士人也深知其示范作用,对忠孝仁义的商人纷纷予以重视与表彰,将商人打造为行走的道德

模范,虽然他们的义举可能是受到诸如宗教因素的影响,但明清官方与士人试图将商人们的行为

归结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将这种表彰与赏识定性为接受儒家文化后和践行儒家伦理规范的

回馈。撰写者如此叙述商人曲凤:“未事诗书。然其天性纯笃,恂恂雅饰,颇有古儒风度。”[71]24明

清官方与士人通过方志入传、撰写传记与墓碑文,赠牌匾、邀请参加乡饮酒等方式进行宣传,使得

商人接受儒家文化的形象得以确立,并不断传播。

明清以来,中央与地方编修方志可以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国家号召下,方志

多由官员与士绅共同合作而成。方志中的人物列传往往是较具争议的部分。人物列传的分类也

确定了入传的标准,除去职官、文苑等,普通民众可以入选的无外乎是义行传与孝友传,但不是所

有人都可以入传,只有很小的比例,那么可以入传的人,便是格外挑选仔细。入传也是个体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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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荣耀。墓碑文是为死者而立,但最开始墓碑文也是有身份限制的,至明清时期,普通民众开

始拥有墓碑文,此种现象也带来了社会争论与思考。明人唐顺之认为“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

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是“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79]。不管怎样,立碑的

标准是有益于民风。明清商人拥有墓碑文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撰写者们往往也刻画出他们践行

儒家伦理规范、尊师重道、乐于助人的形象,甚至借逝者之言语表达他们对儒家文化的向往。

  (商人孙信)处士虽不读书,则爱兄之道有温公之风焉! 能尊母命与俊兄,同心敏勉,干

济家计。不几载,顿成富贾巨商,家道日以亨盛。不止乡人取信敬仰,虽四方之在江湖而同

游者,莫不让计而请益焉。……处士商名儒行,……[80]

此外,在明清商人传记中,撰写者们往往把商人塑造为“孝子慈父”形象。商人常年在外,在

孝道与养子方面其实存在缺陷,但是明清士人对此进行了再加工,将他们之所以经商归因为要奉

养父母,甚至强调他们放弃自己的爱好与前途。例如,商人杨明堃自幼便喜欢道教,但为了孝养

父母,“顾托寄商途,营来蝇利,意必承欢于茹水,乐叙其天伦,则死生无恨,子职稍全,然后入山修

炼,学道参禅,……”[81]。在养育子嗣方面,撰写者们多强调商人延师,办私塾,大量购买图书,也

就是为子嗣提供良好的求学环境。总之,只要接受了儒家文化,践行忠义信等儒家伦理,官方与

士人自会解决其中的一些难题。这些都向外界传达出一种信息,即遵守儒家伦理规范,便可得到

官方或者士人的认可。大量明清士人投入到方志纂修与墓碑文撰写的过程中,这无疑便是商人

获得认可的场域。

当然,上述文本都是面向逝者,面向生者的奖励则更具示范性与冲击性。商人赵家常曾教乡

民栽种花生,使数十家致小康,洺水及其周边村人感其德,“故勒石以垂不朽”,专门邀请吏部拣选

知县张竹书撰文以记[37]251。通过立碑,使得他者反复记忆商人赵家常及其行为,无形之中提高了

他的声望。商人顾惟安“尤慕清净之学,处邻里以和,接朋友以信,故德益修,交益广,而声益隆

也。乡人贤之,举为老人”[46]86。“乡人贤之”有什么用呢? 简而言之,就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望。

因商人赵琦乐施予,“当今上御极之初,特重礼教,敕所司实行乡饮大典,县大夫高其行,以老更三

礼礼之,大书旌其门。至儿童、走卒,靡不知翁、敬慕翁者,盖繇翁笃于人伦,厚于宗党”[82]。明代

内阁首辅张四维出身于商人家族,他的父亲、三个兄弟都以经商为职业。张四维进入仕途后,援

例给自己的父母、兄弟请封官职[83]。这些记载频频见于明清文献之中。官方赐予牌匾、冠带,子

嗣通过科举入仕,继而成为书香门第,减免赋役,更具视觉效果,促使民众意识到接受儒家文化的

好处。

明清商人践行儒家伦理规范是基本事实,就商人个体角度来说,他们只是为谋求个人利益,

但无形之中被官方用以传播儒家文化,成为推行教化的重要载体。在官方颂扬与借力推行教化

的过程中,商人的个人意愿不再重要。明清商人传记中的商人事迹并不是商人事迹与商人文化

的全部,而是撰写者们对材料进行裁剪、重组,从而形成的作品。在他们的安排下,明清商人被描

绘成既具备经济实力又拥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典范形象,成为道德楷模。这种道德人格的塑造进

一步提升和凝练了商人精神,为明清商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

四、结 语

对普通民众而言,接受与践行儒家文化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又有可能付出未必就会产

生“回报”;且受到文化习俗、经济、现实利益等因素影响,儒家文化对边疆地区、民族地区与偏远

地区的吸引力远不如中原、江南等地区。国家不仅依靠武力加强自己的统治,也通过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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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大一统观念。儒家文化与国家秩序存有紧密关系,使得国家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推广儒家

文化。但除了行政干预以外,国家还需要“示范”群体。

官方与士人意识到商人有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促使商人主动接受儒家文化并

践行之。在此基础上展开各种方式的宣传,使得普通民众受到更多儒家伦理的影响。最终促使

明清商人广泛传播儒家文化,衍化为沟通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儒家文化与非儒家文化、汉文化

与非汉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群体,与此同时,也成为国家意识不断延伸的重要推手,成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

与士人群体相比,商人虽不是儒家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在某种程度而言,也不是“名正言顺”

的传播者。尽管明清社会发生了转型,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他们仍然处于一个重视文化

和知识的社会环境中,商人更为迫切地需要话语权,需要在区域社会拥有一定的声誉。由于生存

空间的限制,商人很难仅凭借职业身份获得充分的价值满足。因此,传播儒家文化不仅是商人获

取生存所需的途径,也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手段。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明清商人群体对儒家文化的影响呈现较为复杂的面向。他们不是真

正以传播儒家文化为主要动机和目的,与官方和士人传播儒家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商人的本质

是为了盈利,其首要目标是商业活动本身。虽然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传播儒家文化,但是为实现他

们的首要目标,传播儒家文化就成为他们的必要手段或是无意识的一种辅助行为。本文仅仅对

明清商人传播儒家文化进行初步梳理,受制于个体、不同区域与风俗,明清商人传播儒家文化的

类型、方式和效果会有所差异,还可进一步地开展定性与定量研究。

既然从历史角度来说,商人与商业活动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媒介,那我们是否可以把目光聚焦

当下,充分利用他们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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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lowingMedium:AStudyofMingandQingMerchantsandtheDisseminationofConfucianCulture

SONGLijie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emerchantclassplayedasignificantroleindisseminatingtheConfucian
culture.Historicalrecordsindicatethatthesemerchantsnotonlyengagedincharitablepracticeandvaluedinteractions
withscholarsbutalsoupheldprinciplesoffilialpiety,respectforparents,andintegrityintheirdailylivesandbusiness
dealings.Thesepracticesnotonlybroughtthemeconomicbenefitsbutalsogarneredthemrespectandgoodwillfrom
thepeople.Boththegovernmentandscholarsattributedthebehaviorandsuccessofmerchantstotheinfluenceofthe
Confucianculture,continuouslypromotingtheirdeedsthroughcommendationsandwrittenworks.Theimprovedsocial
statusandreputationoftheMingandQingmerchantsindirectlysuggestthatbyembracingtheConfuciancultureand
adheringtotheConfucianethicalnorms,theywouldgainrecognitionfromthestateandscholars,thusallowingthepub-
lictowitnessthetangiblebenefitsofadoptingmainstreamvalues.ResearchfindingssuggestthattheMingandQing
merchantseffectivelydisseminatedtheConfucianculturebypracticingtheConfucianethicalnormsbasedontheirown
experience.Servingasconduitsfordissemination,thesemerchantsnotonlyinheritedtheConfucianculturebutalsoef-
fectivelypropagatedit,expandingthechannelsofitsdisseminationandbroadeningitsinfluence,whichcontributedto
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acollectiveconsciousnessamong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theMingandQingdynasties;merchant;theConfucianculture;ethical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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